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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体系包括基础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等环节。田赋征收成绩
显著，为边区财政打下坚实基础。关税的征收事关边区贸易统制政策和货币斗争的成败，是边区财政科学
化的重要表现。边区金融工作的关键是坚决确立和维护边区货币即边币的金融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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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鄂豫边区或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新四军第五师（以下简称五师）
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八个战略区之一。鄂豫边区直接威胁日伪
在华中的统治中心武汉和南北交通动脉平汉线，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同时，边区与其它抗日根据地
基本隔绝的“飞地”特点，使之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中共党史学界对这一根据地已有一定研究，
但是对这一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尚缺乏有针对性的专题研究。其实，尽管战争环境险恶，鄂豫边区始终
注意自觉克服游击习气，坚持正规化财政体系的建设。鄂豫边区财政体系包括基础财政制度、税收制
度、金融制度等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察鄂豫边区财政体系正规化建设
的轨迹，以期增加党史学界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鄂豫边区基础财政制度的建立
基础财政制度包括预决算制度、会计和金库制度、审计制度诸环节。鄂豫边区基础财政制度的职
能由边区政府财政处和审计处执掌。其中财政处负责“关于预算决算编制事项；关于金库收支”，承担
预决算、会计及金库职能。审计处负责“关于审核全边区行政机关之预算决算事项；关于审核金库收
支事项”，［1］承担审计职能。边区党和政府起初试图建立涵盖全边区范围的统一的基础财政制度。
1941年 4月通过的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重要提案提出：“将来由边区银行代理各级政府金
库，统一全边区财政收支”。［2］1942年12月，边区党委表示：“要和内部的本位主义作斗争，以求收支统
一；要和游击主义作斗争，实行预决算制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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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边区各地被日伪和国民党当局分割包围，一元化领导很难建立，于是边区党和政府开
始寻求通过把财政决策权下放到地方以扭转这一不利局面。1944年12月18日，华中局指示五师：在
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下，“经济供给的完全统筹是办不通的，统一政策领导下由分区分散自筹的办法却
证明是较好的办法”，亦即“实行就地分散自筹自给，只要地方党政与军队能同心协力实行党政军一元
化，是一定有办法的”。［4］1945年3月28日，华中局进一步指示五师：“应先以分区为单位，做到统筹统
支，而师部行署则暂保政策领导的统一”。［5］华中局的上述指示符合边区的客观实际。
二、鄂豫边区税收制度的日益科学化
鄂豫边区党和政府致力于税收制度的正规化和科学化。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即统
一税收机关，“取消各地仇货检查所，设立边区贸易统制局，并督促各县接收和整理一切税收机关，又
根据合理负担、废除苛杂的原则，颁发边区各项税捐暂行条例”。［6］1941年4月召开鄂豫边区第二次军
政代表大会提出：“农业税归划地方征收，工商业税归划边区征收”，［7］初步实现了税收制度的正规
化。1942年3月22日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宣布：“统一财政税收，建立以实物为标准的收支制度，
实行合理负担，减轻中等及贫苦农民之负担。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逐渐作到按财产等第或所
得多寡为标准之统一累进税则，务使负担捐税者占全体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8］确立了累进制原则，
追求科学化行政建设方向。鄂豫边区的税收课目主要有农业税、关税、营业税三种。
（一）救国公粮和田赋
边区农业税的征收课目是田赋和救国公粮。1941年4月召开的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提
出：1941年度田赋“每亩以征收一元为标准”，其中“每亩一角作为边区经费”。［9］同时，“在田赋项下附
加救济捐一角，以作救济费之用”。［10］1941年6月，陈少敏报告指出：“边区人民负担的抗战捐税主要是
田赋税，苛杂没有”。标准是“每亩田每年出一块钱，按今天之米价来说，比抗战前减少了六分之五”，
而且“农民五亩田以下者出半数”。［11］到1941年7月，边区田赋“在五亩以上者征收二分之一，五亩以
下之抗属全免”。绅商富户的抗日月捐，“三十亩以上者，才每月出捐一元”。［12］1942年，边区宣布开始
整理田赋公粮，本着正规化的方向，“实行田亩登记的结果，按分级累进的办法征收实物”。［13］1942年2
月，许子威在报告中指出：“财政工作的中心工作，在完成田亩调查，以为整理田赋征收公粮及抗日月
捐之根据，并切实整顿和开辟关税工作”。［14］1942年3月13日，鄂豫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收入主
要依靠田赋，拟定征收实物，实行累进税，每年全部收谷共十万石，足够现有部队及机关人员五万人之
用；其征收办法，将田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亩田每年实收粮三石以上者为上等田，每亩实收粮一石
者为中等田，每亩实收粮一石以下者为下等田。田赋由业主负责。上等田每亩收谷八升，中等田每亩
收谷六升，下等田每亩收谷三升”。同时，为解决五师给养困难，“在地方绅士中进行紧急动员，实行田
赋抵借募谷二百万石，以本年田赋作抵，部分拟补征去年之田赋及救国公粮”。［15］1942年3月，边区军
政委员会要求：“以今秋田赋作抵向地主富农借米，向较大地主募米”。征收前需“事先调查，后列名
单，指名向彼借募，但每甲不得超过三户”。借募方式“采用说服方式，但态度要稍为强硬些”。［16］田赋
征收成绩显著，为边区财政打下坚实基础。1942年4月，鄂豫边区党委表示：“田赋公粮全年征收五十
万元”。除军需、办公等军政开支外，“余者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向生产建设投资，主要是农业、纺织；百
分之三十留作基金，充实银行”。［17］但是，抗日月捐和以田赋做抵押的借募，则说明在财政正规化建设
初始阶段，难免会出现一些应急性质的反常规措施，尽管这种措施是以富有阶层为对象。各地积极配
合边区政府的田赋工作。1940年，应城县“人民只出田赋，富有者出抗日月捐”。该县巡检司乡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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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抗日月捐“一月仅十五元。其分配：最高为一元五角，最低为五角”。全保163户，“出抗日月捐的，
只十九户，抗属不出”。［18］到1941年，云梦县抗日民主政府“废除公摊的抗日月捐，改征累进法的绅商
富户抗日月捐”，［19］初步实现正规化。为配合田赋工作，云梦县抗日民主政府“清查田亩，开办契
税”。［20］1945年6月17日，黄安县政府训令称：1945年度上忙“不征公粮，只征田赋，根据供给上的需要
和人民负担力”，长堰等五个区征全年田赋，其余各区只征半年。［21］此次田赋上忙，“全部征钱不征实
物，将谷折成钱（以边币市用本位）”。［22］公粮是边区田赋之外的又一项土地税课目。1942年3月13日，
鄂豫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公粮征收办法。公粮与田赋一样也依据田等分上、中、下三等征收，但是
与田赋全部由业主承担不同，“地主与佃户负担各半”。征收累进办法也与田赋有所不同，除收获量标
准外，增加了以户为单位的标准。具体办法为：“每户之征收总量相当于中等田十亩以上之征收量，即
五石以上者，按级累进（按收获量分累进），即每户交公粮五斗者即行另一累进，下等田十五亩才累
进”。每年分三次征收。［23］1942年3月22日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合理征收救国公粮，保障
抗日部队及人民粮食之经常供给”。［24］
（二）关税
关税的征收事关边区贸易统制政策和货币斗争的成败，是边区财政科学化的重要表现。1943年
4月 1日，边区政府颁布关税税则。税则旨在“反对敌人掠夺，繁荣地区商业，保护生产，加强物资统
制”，“根据对外统制，对内交流的原则，实行合理出入口制，减少商人负担，增进商品流通”。出口方
面，税则规定：“后方物资通过我区出口与边区物资对敌出口同视为出口货，只征收一次出口税”。进
口方面，“敌货输入边区及通过边区到大后方者同视为入口货，只征收一次入口税”。税率应遵循“加
强物资统制，增高农产品价格”“保障中小商人及正当营业者之利益”的原则，应起到“适应各区不同环
境，及供求与利润之升降，调节市场”的作用。税则特别强调：“统制品与专营品须取得特许证始能放
行”。为优待抗属和灾民，特规定：“其贩运商品（仅限于日用品及消费品），资本在法币五百元以下者
免税”。［25］同时颁布各类税率。进口方面，根据对边区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需求程度确定各类商品
的税率。对五金、电料、煤油、汽油、火药、耕牛、猪鬃、粮食、农具、食盐、豆饼等的输入免税，对鞋帽、茶
叶等日用生活必需品，征收2%、5%、10%，对钟表、眼镜、香皂、爱夏布、纸烟、罐头、酒类、化妆品等高档
消费品征收15%、20%，把鸦片、毒品、敌伪书报等列为违禁品禁止进口。出口方面，分敌区、友区，对
土布、芦席、黄芪、木耳、红枣、清油、牛皮、棉花等边区土产征收 2%、5%、10%、15%、20%，对耕牛、猪
鬃、五金等禁止出口。为进一步加强贸易统制，税则特别把五金、电料、工具、仪器、纸张、机器、硫磺、
煤油、汽油、西药、铜件等列为奖购及专营物资，规定对此类物资“进口免税”“出口必须向物资统制局
申请取得特许证始得通行”。［26］为进一步促进边区对外物资交流，1945年3月28日，华中局指示五师：
“必要时，可将过境税率适当减轻，以刺激货运，增加税收”。［27］
（三）营业税
鄂豫边区对商户征收营业税。到1941年6月，商人需缴纳埠月捐，“三百元以上的月出一元至若
干元，按资本之大小，生意之好坏决定。小本经营不负担捐税，任其自愿”。［28］1942年3月13日，鄂豫
边区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屠宰征肉一斤，每罐二斤，商铺按资产累进征收”。［29］
三、金融制度与货币斗争
（一）维护边区货币本位的斗争
鄂豫边区地处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汉平原，又处在日伪和国民党当局重重包围之中，货币斗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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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复杂，经济斗争任务异常艰巨。边区党和政府领导边区军民致力于维护边区货币金融本位的斗
争。而这一斗争的成败，又与贸易统制政策的实施息息相关。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后，针对
“敌伪操纵金融，破坏法币信用”导致法币“找零不便，商业萧条，物价高涨”的局面，“以边区合作金库
名义发行流通券数千元，在石板河一带行使，大受人民欢迎，流通范围颇为宽广，而各县亦纷纷请求大
量发行”，［30］为进一步发行边币奠定良好的信用基础。1941年4月召开的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
会提出：为创办边区银行，需募集资本100万元。其一，“发行救国建设公债五十万元，债票规定四种，
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一千元，年息六厘，每年付还本息十分之一，以十年偿清”。其二，“招募民股二
十万元”。其三，“政府于税收项下拨发三十万元”。［31］边区金融制度随着边区银行的建立和业务的展
开而初步确立。边区金融工作的关键是坚决确立和维护边区货币即边币的金融本位。这需要在行政
层面坚决排斥敌伪货币在边区的使用流通，合理平衡国统区合法货币法币与边币的关系。
1942年2月，夏忠武在报告中指出：“在货币斗争上，我们反对军票伪币，维护法币，提倡边币，绝
对禁止军票及伪币在边区内部之流通”；同时，“在我根据地市面上流通，以法币为单位，并大量发行边
币，将来尽量做到边币统制一切”。［32］1942年3月22日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健全财政机
构，实行金库制度，调查金融关系，严禁敌钞伪钞在边区境内流通，维护法币，发展边币，奖励储蓄，吸
收游资，充实边区建设银行，逐渐统制外贸”。［33］1942年4月，鄂豫边区党委表示：“发展边币逐渐建立
边币制”，确立边币金融本位。为此“停用破法币，三十年度（1941年）小版票打八折，自造边币纸”。为
平稳过渡以顺利取代法币，“先从地方开始，法币百元换边币钞十元，逐渐平定物价。边币价格以谷为
标准确定”。［34］1942年12月，针对日寇“废止法币，排斥法币；同时，又以伪币换取敌区原有的法币，再
向我统治力量强、伪币绝对不能流通的地区换取重要物资”的罪恶企图，边区党委坚决确立边币的金
融本位地位，要求：“禁止使用伪币，限制法币内流，确定以实物为基础的边币价格，使与大后方的新货
币关金券发生一定的联系，脱离法币继续跌价的影响，大量发行成为边区内部的本位币，借以稳定物
价，抵制敌伪币侵入，并继续维持法币使用，以减少边区人民的损失”，［35］不仅有效抵制了伪币的入
侵，而且合理平衡了边币和法币的关系。
抗战结束前夕，国统区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剧烈贬值的法币对边区经济秩序产生了一定
的消极影响，为边区货币斗争提出了新的挑战。1944年3月13日，华中局指示鄂豫皖区党委：“你们对
伪币应采取排斥方针，从广泛的政治宣传到财政机关收买管理（作外汇）以达逐渐禁其在我基本地区
市面流行之目的”。华中局认为鄂豫边区法币缺乏是由于“公粮不征实物而收代金，而不能作为外汇
及流通工具之用”，因此，“公粮如果改为征收实物，不但可减少政府与人民用大批法币作缴粮和购粮
之用，而且政府掌握大批粮食在手，又可采用以粮易盐办法，减少大批法币之需要”。为确立边币本
位，一方面“应尽力设法加印边币”，另方面“边币发行当大批投入农村，作为刺激生产压制高利贷之
用，而不作为填补财政亏空之手段”。华中局最后强调：“确定边币信仰的最有效办法，为领导群众提
高生产奴隶做到主要日常必须品的自给自足”。［36］为解决边币跌价问题，华中局于1945年3月28日指
示五师：“用三分区解来的法币税款，调度一下，在需要法币最近部队地方，以三比一，将法币兑进边
币，以稳定边币价格。在边币跌价过大之处，如已跌到六折，可采逐步提高的办法，由七折八折直提到
十足。价格每次提高，以市面已普遍做到后再继续提，这样做可以减少我法币及大量兑换，同时可免
商人投机取得暴利，而农民得不到好处”；同时建议：“边币价格未稳定，恢复比价之前，不可继续发
行。俟比价恢复和稳定以后，才可继续发行”。最后，利用贸易手段提高边币信用：“收买之粮食，做两
个用途：一部分做为政府向银行借款予购食粮，以后由三分区解款的法币归还银行，这可节省一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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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开支；一部分交贸易机关，通过商人向顽区换盐回来。如果银行掌握有法币、粮食及食盐，边币基
础即巩固。此外，管理对敌输出，争取换回食盐，以阻止伪币来源及减少我对顽区食盐的依赖”。［37］
各地党和政府积极配合边区政府的金融工作。1941年 5月 10日，黄冈县政府奉边区财字第 115
号密令：“各县县长即行切实调查市场中之贬值拒用及收买贩运边币之奸商并予以严惩，甚至采取杀
一儆百的办法，择其最坏者处以枪决”。［38］1944年4月14日，黄安县政府转发边区公署通令：“要求各部
从四月二十日起，对伪钞一律进出七五折。在各项税收上，照票面再打九折，亦于四月二十日起实行。
以推动人民照折使用。特别注意采买人员务须遵照规定的七五折使用”，以及“五百元的大伪钞禁止在
市场使用，如有，请到分区金库或贸易局按七五折调换边币，一千元的大伪钞坚持拒绝使用”。［39］1945年
4月25日，黄安县政府要求各地“严格确立边币市用本位”；“各地金融物价的汇报，须认真执行，每隔
一日向财经局报告一次，由各区长负责，并经常注意调查研究”。［40］1945年6月7日，黄安县政府通令：
“伪钞十元五元票一律禁止使用，五百元大伪钞作百元伪钞八折用，每百元伪钞作市用洋六十元，征收
时作五十元”。对法币采取“边币比法币以争取同值为原则，法币比边币高之地区，征收时着得法币按
市价压低一毛或二毛，逐渐下压使边币上提至平衡为止”。［41］1945年 6月 17日，黄安县政府训令称：
1945年度田赋上忙，“全部征钱不征实物，将谷折成钱（以边币市用本位）”，以配合货币斗争要求。考
虑到市场行情对币值的影响，训令要求折价“以区为单位，按中心集镇的市价为折合原则”，随时调查
市价涨跌，“每三天至五天变价一次，每涨跌一次，须由各区征收领导核心决定，通知各乡”。具体比
价：“边币票面一元，作市用三元为本位”。其它货币：法币对边币等值，伪币打对折收，现洋按市价
收。［42］为应对法币暴跌对边区市场的消极影响，1945年6月30日，黄安县政府密令从7月1日起，“边
法币仍同值使用，关金跟法币走；伪币各种税收一律作三折收，并尽量使之压到二五折；为了压低伪
币，而又使民众不吃亏，谷价可酌予跌价”。［43］
（二）商业与贸易统制
边区党和政府在领导货币斗争的过程中日益认识到，确立边币本位的斗争最终取决于边区自身
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和经济基础的巩固。为此，边区一方面积极促进边区土产的外销，反击敌伪和国
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换回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另方面加强贸易统制，防止日伪顽敌人利用伪币和
法币低价套购边区土产。以汉口为商业中心的江汉平原，近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全面抗战爆发前
后，鄂北的商品经济已经具有了不同于传统封建商品经济的新特点，除土著商业之外，出现了买办商
业的新形态。樊城、老河口和武安堰三大市镇的商业，“为武昌帮、黄州帮所持，武、黄二帮经营布业口
买棉花小麦，贩运至汉口，棉花是替日人日信洋行所收买，其所经营布店概是日货”，一方面“插足鄂北
市镇经营商业”，同时“应运而生成了日帝国主义者内地的小买办，伸入农村里面经济侵略的代理
人”。由于长期军阀混战造成的农村经济凋敝，不仅总体上使农村“劳动力减少，生产停滞”，而且“地
主经济也日益破产”“土地不是转入了富农之手，而是被城市的商业资本家所剩余的资本所收买去
了。武帮、黄帮的买办商业资本家，不但盘据着商会的要津，而且领有土地后兼地主时已渐握有城乡
的政治势力”。［44］因此，买办商业的存在，客观上不利于边区的对外贸易，反而有利于敌伪和国民党当
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边区党和政府克服困难，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工作。1941年4月通过的鄂豫边
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重要提案提出：“对敌占区之商民，应设法与之联系，使其供给抗战需要，打破
敌人封锁”。［45］1941年7月，吴祖贻在救国联合会干部会议上指出：“召集农救和商救经商有经验的干
部和会员，讨论向边区外去做生意的路线办法，帮助政府的贸易统制机关，把边区内过剩的产品向外
运销，换取食粮等必需品”。［46］1942年，边区贸易总局“确定发展内部合作社，统制对外贸易为方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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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筹设分局，着手团结商人，组织贸易，并帮助发展群众性的合作社”。［47］1943年10月，吴祖贻在边
区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必须要树立市场观念，即“必须调查研究市场行情，在买
进卖出和运销上多打些算盘”。［48］在边区商业领域，合作社发挥着重要作用，负责“采办与供给当地民
众、军队与政府机关所需之各种重要物资如油、盐、米、布等；收买与运销当地各种重要农业产品”。［49］
与促进对外贸易相对应，边区党和政府大力加强贸易统制，建立各级贸易统制局领导贸易统制工作。
1941年4月通过的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重要提案提出：“为统一指挥，增加税收效率起见，除
整理天汉京天各贸易统制分局及陈家河、杨家河各直属稽查所外，各县所设立之贸易统制局，一律由
边区贸易统制局接收以期统一税制，而便加强反对敌伪封锁”。［50］1941年6月，陈少敏在报告中指出：
“抵制仇货的政策是，凡从敌占区运来的军用品，食盐，医药品等，对抗战有利的物品，概不收税。一切
消费品化妆品及一切对抗战有利的物品，概不收税。一切消费品，化妆品及一切对抗战不利的物品，
一概禁止，或抽高度的税。反过来，就是禁止我区一切对敌有利的出产品资敌”。［51］1942年1月11日，
鄂豫边区党委要求各县“马上组织贸易机关，实行统制贸易。收集土产品组织出口，购买我们急切需
要必需品，禁止非必需品之流入，保证我必需品之源源供给。同时切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自觉不卖米、
棉等给敌人”。［52］1942年2月，夏忠武在报告中指出：“吸收我急切需要之物，排斥我不需要之物品，将
我急切需要之物，绝对禁止输出，将我不急切需要之土产品向外运输”，特别是利用“日寇军票价格日
高，法币价格日落，甚至将来完全停止使用”之机，“以我之不急切需要之物，换我急切需要之物”。同
时，坚决反击“敌伪以大量法币高价吸收我必需品之政策”，号召农民支持边区政府的贸易统制，“不要
贪图眼前便宜，在敌伪以高价吸收我区农产品，农民将农产品私自售给敌伪，结果造成我区物资之缺
乏，法币之大量流入，扰乱我经济市场”，而是要“一切通过贸易局”。［53］为强化贸易统制政策的实施，边
区政府于 1943年颁布出口特许证办法，对粮食、油类、棉花等 10类物资实施出口特许证办法，要求：
“申请出口特许证时，须注明换回何种物资，换回时，须呈验物品，将出口特许证，撤回原签发机关注
销”。［54］1944年3月13日，华中局指示鄂豫皖区党委：“在比较巩固地区，当逐渐建立对外贸易管理制
度，从调查调剂进出口货之流动到逐渐控制管理对外贸易，以便做到主要货物之物物交换，打破敌顽
对我的封锁，但对我根据地商业税应减轻，使内部商业日趋繁荣，交换畅通，减少群众困难”。［55］各地积
极配合边区的贸易统制工作。云梦县地处“武汉至后方之大路，猪鬃、牛皮、谷粮，常有奸商偷向武汉
运输；各种仇货毒品，又被暗运大后方及边区内”。为“制止仇货”，云梦县贸易统制局“在各区建立分
卡，收效至大”。［56］
（三）公债的发行与劝销
发行和推销公债是边区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1942年4月13日，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命令发
行第二期建设公债，总数500万元，第一期发行100万元。命令强调发行应“以向敌区殷实富户推销为
主，以我区为辅，均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同时要避免过去摊派办法”。此期公债将“全部用之于春
耕及农业建设方面，但在环境不同地区，得以百分之七十投入农业方面，百分之三十投资于工商方
面”。［57］1945年期建国公债发行总额为边币5万万至10万万元，以田赋关税收入担保。公债具有流通
职能，“不记名，证券可以自由转让”。此期公债信用，“满三年分三期还本，每年一次，各为票面额的三
分之一，由原购买地县政府凭还本证付给，第二期还本时，债券应连同还本证同时收回”。公债可部分
兑现，“可作一切保证金之用，购入满一年后必要时用以向边区建设银行抵借现款，但不得超过票面额
的百分之三十”。［58］各地积极配合边区的公债劝销工作。1945年3月1日，黄安县政府特颁发劝销公债
办法，规定：推销对象“既为边区的商富，及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商富。其标准应不拘土地之多少，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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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之大小，资本之多少，生活之有余与不足，丰厚与俭约为正比例”。劝销方式，“既以说服为主，
当然避免行政强制。但对个别不开明的对象，得采取民主评判方式，使其认购相当数量，而使大家均
感觉公允”。公债计值单位多元化，“法币、银元，及一切杂钞统收”，［59］与当地市价折合。1945年3月
31日，黄安县政府进一步强调：“收款中币制与物价应以各该区的中心集镇的市用习惯为原则，不因货
币不同而抬高或压低”。［60］
综上所述，鄂豫边区财政体系包括基础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等环节。由于边区各地被
日伪和国民党当局分割包围，一元化领导很难建立，边区党和政府把财政决策权下放到地方。鄂豫边
区的税收课目主要有农业税、关税、营业税三种。边区农业税的征收课目是田赋和救国公粮。田赋征
收成绩显著，为边区财政打下坚实基础。关税的征收事关边区贸易统制政策和货币斗争的成败，是边
区财政科学化的重要表现。边区金融工作的关键是坚决确立和维护边区货币即边币的金融本位。边
区一方面积极促进边区土产的外销，反击敌伪和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换回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
另方面加强贸易统制，防止日敌伪敌人利用伪币和法币低价套购边区土产。发行和推销公债是边区
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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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Anti-Japanese Bases of Hubei and Henan Border Region
WANG Ming-qian
（Marxism Institu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anti-Japanese bases of Hubei and Henan border region included basic fi-
nance system, tax sysrem and banking system. The achievement of land tax collection is remarkable,
which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inance of border areas. The levying of tariffs relates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border trade control policy and the currency struggle, which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finance in the border area.The key of the financial work in the border area is to firmly estab-
lish and maintain the currency in the border area,that is, the financial standard of the border currency.
Key words: anti-Japanese bases of Hubei and Henan border region;financial system;regularization;curren-
cy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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